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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管状岩是古生代地层中最易识别的遗迹组构之一, 它在地质历程中的盛衰受生物

演化事件和环境变迁的共同控制, 有研究表明管状岩在古生代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本

文对云南巧家大包厂剖面下奥陶统红石崖组发育良好的 Skolithos 管状岩进行遗迹学和沉积

学分析, 发现其形成和保存主要受控于海水中营养物质、氧气含量等环境因素, 而且与造迹

生物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内栖食泥生物的扰动程度以及水动力条件相对动荡、时有侵蚀或

加积的背景条件密切相关. 通过总结全球寒武纪-奥陶纪管状岩例证, 发现这类遗迹组构整

体上呈现出逐步衰退的趋势, 即在早寒武世较为繁盛, 中、晚寒武世相对匮乏, 而奥陶纪最

终走向衰亡, 但这个过程并非是匀速的, 中、晚寒武世陆缘浅海地区碎屑沉积的减少及高温

气候、高海平面以及缺氧和贫营养环境在浅海区域广布的特点是造成管状岩发育低谷期的

重要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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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状岩(piperock)是指具密集分布直立管穴的沉

积岩[1]. 这些直立管穴通常为遗迹化石 Skolithos 等; 

“密集分布”具有一个定量的指标, 即当垂直潜穴对沉

积岩层的扰动程度大于 10%(或生物扰动指数≥3)[2]. 

管状岩分布于整个古生代且存在丰度上的规律性变化. 

Droser[3]统计全球古生代各纪的管状岩产出地点, 发

现其分布峰值在寒武纪, 之后逐渐减少直至衰亡, 并

认为这一过程主要受到生物演化事件及沉积相分布的

控制[3,4]. 这些结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5~7].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和奥陶纪生物大辐射两次显生

宙以来重要的生物宏演化事件之间的关系尚存争论[8]. 

在早寒武世(相当于“幸运阶”和“第二阶”)末期的生物灭

绝事件之后, 三叶虫和其他寒武纪动物群在中、晚寒

武世(分别对应于“第三阶”和“芙蓉阶”)可能经历了一

系列动物群的更替[9], 海洋后生动物的分异度一直维

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0,11], 此时的微生物岩却达到了

全球广布[12], 海洋沉积物特征与奥陶纪生物大辐射后

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13]. 中、晚寒武世具有高洋壳新

生速率[14]、高大气二氧化碳分压[15]和高海平面[16]等特

殊环境背景, 全球可能处于“超暖期”(super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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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候条件[17]. 因此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和奥陶纪生

物大辐射并非一次生物辐射事件的不同阶段[18]. 然

而Droser[3]提出的管状岩时代分布规律并没有反映出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和奥陶纪生物大辐射之间的非连

续性, 相反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这让人不得不质

疑管状岩的发育是否的确是受控于生物演化事件.  

有关管状岩的研究自 Droser[3]之后又有不少进 

展[7,19,20]. 近年来, 中国学者也关注这个论题[21,22]. 笔

者近年来通过实地考察在华南板块发现了多个寒武-

奥陶系管状岩产地. 本文藉此聚焦于云南巧家地区下

奥陶统红石崖组的 Skolithos 管状岩, 从形态结构、遗

迹组构、沉积环境等方面分析其形成和保存的控制因

素, 并在 Droser[3]统计数据的基础上, 引证相关文献

重新增添了国内外寒武-奥陶纪管状岩产地数据, 进而

以统为单位探讨寒武—奥陶纪期间中国和全球管状岩

丰度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生物-环境协同演化的过程. 

1  研究区地质背景及地层 

本文所描述的管状岩取材于云南巧家大包厂剖

面下奥陶统红石崖组上部, 研究区在早奥陶世位于

康滇古陆东缘(图 1). 康滇古陆是华南板块寒武-奥陶

纪最为主要的剥蚀区之一, 分布于川西滇中一带. 早

寒武世早、中期, 古陆暴露面积较小且分散, 与其邻

近的扬子台地以细碎屑岩沉积为主; 早寒武世晚期

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 晚寒武世末期联合成整体, 成

为早奥陶世早期扬子台地西缘一带汤池组和红石崖

组碎屑岩沉积的物源区, 中奥陶世近岸巧家组陆源

碎屑堆积进一步东扩, 晚奥陶世碳酸盐岩沉积又重

新占据主导地位[23].  

红石崖组稳定分布于滇东、川西南等地, 主要岩

性为紫红、灰绿及灰白色砂岩及页岩, 但厚度变化较 

 
 

 

图 1  云南巧家大包厂剖面地理位置及中国寒武纪-奥陶纪管状岩空间分布 
1. 云南马龙; 2. 贵州赫章杉树林; 3. 四川峨眉山; 4. 云南盐津; 5. 四川峨边; 6. 山西灵丘; 7. 云南永善; 8. 宁夏青龙山; 9. 宁夏贺兰山; 

10. 河北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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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大包厂剖面红石崖组与下伏上寒武统二道水组

不整合接触, 中、下部约有 100 m 的覆盖, 出露部分

的主要岩性为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 生物潜穴局

部发育, 产腕足类, 但笔石稀少; 上部(18 m)岩性为

紫红色、灰绿色砂岩、粉砂岩夹少量泥质粉砂岩, 为

管状岩产出的主要层位, 遗迹化石丰富, 如 Skolithos, 

Cruziana, Planolites, Monomorphichnus, Rosophycus[22,24]. 
据巧家牛角场剖面红石崖组上部发现的笔石

Didymograptus abnormis, D. nichorsoni, D. bifidus[25]和

在巧家地区红石崖组内发现的笔石 Corymbograptus 

deflexus[25]推断, 大包厂剖面红石崖组管状岩产出层

位可能属于 Corymbograptus deflexus 笔石带(图 2), 大

致可与贵州桐梓湄潭组中部、湖北宜昌大湾组下部相

对比, 为早奥陶世弗洛晚期(late Floian)的 TS.2b~2c

时间段的沉积[27]. 向上过渡为巧家组灰白色薄-中层

石英砂岩夹颗粒泥晶灰岩. 

 
 

 

图 2  云南巧家大包厂剖面生物地层序列 
笔石带据张元动等[26]修改 

2  岩相和沉积环境分析 

据岩性、沉积结构、沉积构造等特征及管状岩产

出的位置, 红石崖组上部含管状岩地层可识别出 3 种

岩相类型(图 3), 即: (1) 含交错层理砂岩相, (2) 石英

砂岩-粉砂岩互层相, (3) 粉砂岩相. 

(1) 含交错层理砂岩相.  单层厚度为 30~120 

cm, 以灰白色中厚层中-粗粒石英砂岩为主, 不含生

屑 ,  低角度交错层理及羽状交错层理发育 ( 图

4(a)~(b)), 层系平直, 具波痕等沉积构造(图 4(b)), 石 

 

 

图 3  大包厂剖面下奥陶统红石崖组含管状岩段的岩相、沉

积环境和遗迹化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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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包厂剖面红石崖组沉积特征照片 
(a) 含交错层理砂岩相中发育的低角度交错层理; (b) 含交错层理砂岩层面发育的不对称曲脊波痕; (c) 石英砂岩-粉砂岩互层相中的水平层

理; (d) 石英砂岩-粉砂岩互层相中生物的逃逸构造, 逃逸构造下部可见潜穴断面(红色三角所指)和人字形叠覆构造(黄色三角所指); (e) 石英

砂岩-粉砂岩互层相中单独发育的 Skolithos 个体(Sk); (f) 水平层理发育的粉砂岩相, 白色虚线表示其与石英砂岩-粉砂岩互层相的大致界线,  

其中 A 代表石英砂岩-粉砂岩互层相, B 代表粉砂岩相. 比例尺: (a), (c)中记号笔长度为 14 cm; (b), (d)~(f)中硬币直径 2.0 cm 

英颗粒磨圆及分选均较好, 粒度在 0.1~0.2 mm 之间. 

未发现任何遗迹化石.  

含交错层理砂岩相形成于平均低潮线与正常浪

基面之间. 低角度板状交错层理是由波浪和潮汐波

痕迁移形成的, 羽状交错层理指示双向性沉积介质(如

潮汐水流)的作用; 粒度较粗、分选和磨圆较好、缺乏

内栖动物活动等诸多特征, 指示浅海临滨-前滨的持

续高能环境.  

(2) 石英砂岩-粉砂岩互层岩相 .  单层厚度约

30~60 cm, 灰绿色、紫红色中、细粒石英砂岩与紫红

色粉砂岩互层, 水平层理、透镜状层理及韵律层理发

育(图 4(c)), 常见具有潜穴断面和人字形叠覆构造的

逃逸迹, 这些生物扰动对纹层造成的破坏(图 4(d)). 

粒度在 0.05~0.1 mm 之间, 分选及磨圆均较差. 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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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Skolithos 个体产出(图 4(e)).  

石英砂岩-粉砂岩互层岩相指示前滨下部, 位于

潮间带向海一侧. 波浪、潮汐作用导致透镜状层理及

韵律层理的发育, 使活动的砂质沉积与憩流的粉砂

质沉积交替出现. 沉积物颗粒分选和磨圆均较差, 也

反映出近岸且水动力条件的频繁变化.  

(3) 粉砂岩相.  单层厚度 15~70 cm, 中-薄层紫

红色、灰白色粉砂岩或泥质粉砂岩, 透镜状层理、水

平层理发育(图 4(f)), 未发现大化石; 分选较好的石

英颗粒呈 0.02~0.05 mm 的次棱角状, 含大量铁质矿

物, 排列具定向性(图 5(e)), 为管状岩的主产层.  

粉砂岩相中沉积颗粒粒度较细、水平层理发育

等沉积特征均指示水动力条件相对较低; 透镜状层

理源于间歇性高水动力水流的影响; 强氧化环境导 

 

 

图 5  大包厂剖面红石崖组管状岩露头和微相特征 
(a) 粉砂岩相中管状岩的野外露头, Skolithos 在岩层顶部富集, 向下丰度降低; (b) 沉积层面上密集分布的 Skolithos 潜穴; (c) Skolithos 潜穴的

成岩晕(黄色箭头所指); (d) 紫红色具水平层理粉砂岩中发育的 Skolithos 和伴生遗迹化石 Teichichnus (Te)(黄色箭头所指); (e) 颗粒排列具定

向性的围岩; (f) Skolithos潜穴垂直切片, 潜穴充填物(红色虚线内部)为细粒石英砂岩, 铁质矿物极少, 且颗粒无定向排列. 比例尺: (a)~(d) 中 

硬币直径 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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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沉积物呈紫红色, 属前滨上部、潮间带向陆一侧

的环境.  

频繁海侵-海退形成了上述 3 种沉积相, 并共同

构成了浅海近岸临滨-前滨下部-前滨上部的沉积旋

回(图 3), 旋回内部向上陆源碎屑粒度逐渐变细, 两

旋回之间的侵蚀面上下沉积物粒度、颜色及沉积构造

等有突变, 如由前滨上部沉积环境的粉砂岩直接变

为临滨沉积环境的含交错层理砂岩(图 4(f)). 向上变细

沉积旋回代表从早期近岸临滨沉积为主变化为以前滨

沉积为主, 指示在该时期海平面逐渐降低的趋势.  

3  Skolithos 遗迹化石和管状岩特征 

红石崖组上部遗迹化石分异度较低 , 识别出

Skolithos, Planolites 和 Teichichnus 3 个遗迹属. 其中

以 Skolithos为主, 粉砂岩相中除了有大量的 Skolithos

外, 仅有 Planolites 和 Teichichnus 等少数伴生遗迹化

石(图 5(d)). Skolithos 显示的扰动程度有明显的差异, 

生物扰动指数( ichnofabric index)平均为 4(图 5(b)). 

Skolithos 不分枝, 垂直或微斜于层理, 潜穴直径

2~5 mm, 最大可视长度可达 8 mm, 上下粗细基本相

同; 潜穴局部弯曲, 表面光滑, 切穿水平层理, 但潜

穴之间无相互切穿现象(图 5(a)). 潜穴内充填浅灰色

细粒石英砂岩 , 石英颗粒呈次棱角状 , 粒径为

0.1~0.2 mm, 铁质矿物极少, 且颗粒无定向排列(图

5(f)), 与其上覆沉积相中的颗粒粒度一致. 有的潜穴

周围具成岩晕(图 5(c)), 其岩性以紫红色、灰白色粉

砂岩或泥质粉砂岩为主, 颜色与围岩相比较浅.  

管状岩宏观成层状分布, 厚度 25~60 cm, 主要

由遗迹化石 Skolithos 构成, 可伴生有 Teichichnus 等

遗迹属(图 5(d)). Skolithos在岩层中密集分布, 在面积

约为 0.035 m2的层面上, 共有 Skolithos 潜穴约 120 个

(图 5(b)), 由此推算其密度可达 3500 个/m2. 生物扰

动指数平均为 4, 局部可达 5.   

在巧家地区红石崖组, 共识别出 3个管状岩层位

(图 3), 均出现在向上变细沉积旋回的顶部, Skolithos

自旋回顶面向下丰度逐渐减小;  而在临滨环境中形

成的砂岩几乎不含遗迹化石 , 更无管状岩分布(图

4(a), 5(a)).  

4  寒武-奥陶纪管状岩的时代分布 

就目前所知, 仅 Droser[3]对管状岩的时代分布进

行过全球总结. 在世界范围内, 她确认了从古生代地

层中的 66 个管状岩产地, 其中寒武-奥陶系占 51 个, 

并以纪为单位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认为寒

武纪管状岩最多, 之后逐渐减少.  

Droser[3]总结之后的近 20年间, 世界各地又相继

报道和描述了更多的寒武-奥陶纪管状岩. 国内朱士

兴等[21]对山西灵丘地区下寒武统下部的管状岩的描

述; 杨式溥等[22]描述了 4 个寒武-奥陶纪管状岩产地

(表 1). 笔者在云南巧家地区下奥陶统红石崖组和云

南永善上奥陶统临湘组识别出 2个层位的管状岩; 根

据单卫国[30]和曾羽[28]分别在云南马龙母山下寒武统

沧浪铺组和贵州赫章杉树林、长冲等地湄潭组上段

(中奥陶统)识别出 2 个管状岩产地; 据宁夏国土资源

厅郑昭昌高级工程师提供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判断

华北地台西缘寒武-奥陶系有 2 个管状岩层位(表 1).  

表 1  中国寒武-奥陶纪管状岩产出情况统计 

时代 地层 产地 产出地层主要岩性 文献描述特征 文献 

晚奥陶世 临湘组 云南永善 灰色泥晶灰岩 管状岩 刘建波(未发表资料) 

早奥陶世 下巧家组 四川峨边 紫红色中-厚层细粒石英砂岩夹紫红色、 
黄绿色石英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Skolithos 遗迹相 [22] 

红石崖组 云南盐津 含海绿石中层细粒石英砂岩 Skolithos 遗迹相 [22] 

湄潭组 贵州赫章杉树林、

长冲 
紫红色石英粉砂岩 大量 Skolithos [28] 

红石崖组 云南巧家 紫红色石英粉砂岩 管状岩 本文 

下岭南沟组 宁夏贺兰山 浅灰色白云岩 大量 Skolithos 刘建波(未发表资料) 

中寒武世 徐庄组 河北抚宁 灰褐色云母质粉砂质页岩 大量垂直潜穴 [29] 

徐庄组 宁夏青龙山 灰色灰岩 大量 Skolithos 刘建波(未发表资料) 

早寒武世 云彩岭组 山西灵丘 浅红色石英砂岩, 中细粒,偶含砾 管状岩 [21] 

沧浪铺组 云南马龙 紫红色、褐黄色、灰黄色粉砂岩与泥岩互层 大量直立虫管 [30] 

九老洞组 四川峨眉山 灰色、薄至中层石英粉砂岩 大量垂直潜穴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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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笔者汇总出世界其他地区该时期管状岩

的新产地 9 个(表 2). 如此一来, 全球寒武-奥陶纪管

状岩产地数量总计达到了 71 个, 比 Droser[3]的数据

增加了 45%.  

在增加国内外 20 个寒武-奥陶系管状岩产地的

基础上, 对 Droser[3]的相关数据进行重新厘定, 将其

中 48 个管状岩产出层位厘定到统, 还有 3 个产地没

有精确的年代地层信息, 暂不列入统计当中. 由此, 

全球总共有寒武-奥陶纪管状岩产地 68 个, 从早寒武

世到晚奥陶世 6 个时段管状岩产地数量分别为 31, 7, 

3, 15, 6 和 6 个(表 3). 结果显示早寒武世和早奥陶世

的管状岩分布较多、较广, 而在中、晚寒武世及中、

晚奥陶世管状岩较少.  

为了排除各时段因时限、海洋沉积物出露面积等

的不同对数据造成的影响, 笔者采用 Droser[3]的计算

方法对管状岩时代分布数据进行标准化. 根据最新

正式出版的国际地层对比表[41]计算出各时段的地质

年代延限(Ma), 结合各时期海洋沉积物出露面积[42], 

将早寒武世的相关数据(管状岩产地数、时段地质年

代延限、海洋沉积物出露面积)作为标准值, 分别对其

他 5 个时段的数据进行标准化. 标准化公式为: 标准

化丰度 = 实际产地数×(时段延限/早寒武世延限)× 

(时段海洋沉积物出露面积/早寒武世海洋沉积物出露

面积).  

中国寒武-奥陶纪尚没有海洋沉积物出露面积的

相关统计. 笔者根据冯增昭等[23]重建的中国各主要板

块寒武-奥陶纪的岩相古地理图, 测算中国各时段华北

和华南板块海相面积之和以代表海洋沉积物出露面积

(表 3). 根据以上公式和数据, 计算获得中国和全球寒

武-奥陶纪 6 个时段管状岩的标准化丰度, 同时对厘定

后的 Droser[3]的全球数据进行了标准化计算(表 3).  

笔者计算获得的寒武-奥陶纪管状岩时代分布结

果显现出与 Droser[3]的模式不同(图 6). 整体上呈现

出早寒武世最为繁盛, 之后开始走向衰亡, 但并不是

Droser[3]所示的逐渐减少的过程, 期间存在较大波动. 

从早寒武世的最高峰逐渐降低至晚寒武世低谷期 , 

在早奥陶世出现短期再繁盛的现象之后, 中、晚奥陶

世迅速衰退(图 6, 实线). 中国管状岩的发育虽然在

早奥陶世出现丰度峰值, 但总体上还是可以识别出

晚寒武世的低谷 (图 6, 虚线 ). 而经过处理后的

Droser[3]的数据也大致出现早奥陶世管状岩丰度轻微

上升的特点(图 6, 点横线). 

5  讨论 

不少学者认为地质历史中管状岩丰度的变化受 

表 2  世界其他地区 1991 年后新发现的寒武-奥陶纪管状岩统计 

时代 地层 产地 文献描述 文献 

中奥陶世 Hawaz 组 Murzuq 盆地, 利比亚 管状岩 [32] 

Anazldo 组 玻利维亚 管状岩 [33] 

早奥陶世 Deadwood 组 Black Hills 北部, 南达科塔州, 美国 大量 Skolithos [34] 

Santa Rosita 组 阿根廷西北部 大量垂直潜穴 [35] 

早寒武世 Araba 组 埃及东北部 大量垂直潜穴 [36] 

Bolas 组 Whetstone 山, 亚利桑那州, 美国 管状岩 [37] 

Garbyang 组 Kumaun, 印度 大量垂直潜穴 [38] 

Kocayayla 群 Taurus Range, 土耳其 大量垂直潜穴 [39] 

Slottet 组 格陵兰东部 大量垂直潜穴 [40] 

表 3  寒武-奥陶纪管状岩实际丰度及标准化丰度统计 

时代 
实际丰度 

年限(Ma)
海洋沉积物出露面积 

(106 km2) 标准化丰度 

中国 全球[3] 全球(本文)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3] 全球(本文)

晚奥陶世 1 5 6 17.2 1.32 45.70 2 8 9 
中奥陶世 0 4 6 10.9 1.35 48.09 0 9 14 
早奥陶世 5 8 15 16.5 1.27 44.18 9 14 25 
晚寒武世 0 3 3 10.7 1.30 40.96 0 8 8 
中寒武世 2 5 7 11.0 1.33 41.15 5 14 19 
早寒武世 3 23 31 32.0 1.21 38.66 3 2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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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寒武-奥陶纪中国和全球管状岩的丰度变化 

多重因素控制, 主要包括: (1) 近岸地区陆源碎屑沉积

物的发育和沉积速率[3,40,43,44]; (2) 生物竞争(包括种间

作用、捕食作用等)压力导致造迹动物的兴衰[19,45]; (3) 

生物扰动强度所控制的底质性质变化[6,43]; (4) 古地

理-古气候的影响[45,46], 并据此解释管状岩在寒武纪

的繁盛和之后的衰退现象[3,4,6,44,45]. 然而, 这些解释

是基于 Droser[3]模式的变化曲线. 笔者首次识别出管

状岩在晚寒武世的匮乏, 有助于将管状岩的发育与

生物-环境演变的关系重新定位.  

岩相和沉积环境控制着管状岩的形成. 云南巧

家下奥陶统红石崖组的临滨交错层理砂岩中少有

Skolithos 发育, 管状岩主要发育于前滨上部环境(图

3). 这说明在较强的水动力条件下, 较快的沉积速率

及较粗的沉积物粒度等因素可能限制了管状岩的形

成和保存, 而前滨等水动力间歇动荡的陆源碎屑沉

积环境则更适于产生管状岩.  

红石崖组管状岩中遗迹化石分异度较低, 垂直

潜穴仅见 Skolithos 一种, 且直径大都相似, 可能为同

一种生物形成的潜穴; 未发现任何实体化石, 说明其

造迹生物的捕食及竞争压力均较小. 虽然管状岩中

也伴生有 Planolites 和 Teichichnus 等内栖生物潜穴, 

但其丰度较低, 与 Skolithos 潜穴之间没有相互的穿

插, 说明其他生物扰动对管状岩的改造较小. 管状岩

因产于富氧环境, 大量 +3 价铁矿物呈现强氧化的紫

红色. 通常认为, 寒武-奥陶纪 Skolithos的造迹生物可

能是营内栖固着滤食的生活方式[1,47], 红石崖组管状

岩中发育的 Skolithos 潜穴较长、不分枝、缺乏与垂直

潜穴相连的深部构造等特点与之吻合. 寒武-奥陶纪

滤食生物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海洋中的浮游植物、细菌

等, 而该时期浮游植物的主要代表疑源类同样需要

海水中有充足的氧气和营养元素供给 [48,49]. 综上所

述, 水动力条件相对动荡、时有侵蚀或加积的近岸浅

海碎屑堆积、造迹生物的生存及竞争压力较小且缺少

其他生物扰动破坏是最为适合形成管状岩的.  

全球和中国的寒武-奥陶纪管状岩时代分布特征

(图 6)同样受到上述控制因素的影响. 下面将按早寒武

世, 中、晚寒武世, 早奥陶世和中、晚奥陶世这 4 个时

段讨论之. 

(1) 早寒武世.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不但使大量

海洋后生带壳动物出现, 而且使具软体潜穴动物群

在近岸环境繁盛[50], 而后者是早寒武世管状岩繁盛

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陆缘浅海地区砂质基底海域

广泛分布, 大量陆源碎屑注入近岸浅海环境 [3,4], 管

状岩广泛发育于劳伦大陆、冈瓦纳大陆等以碎屑岩沉

积为主的古陆周缘 [40,51]. 中国该时期的管状岩主要

分布在华北板块及华南板块川西滇中浅水近岸碎屑

岩相区[23]. 中国的数据并未显示出与全球模式相同

的最高峰, 这可能与研究程度有关, 也可归因于华南

板块缺乏砂质基底[23]. 管状岩中遗迹化石分异度较

低, 且均为结构较为简单的垂直潜穴[45], 如山西灵丘

云彩岭组管状岩中仅发育 Skolithos 一种遗迹化石[21], 

而在苏格兰 Eriboll 砂岩中的管状岩也仅发育

Skolithos 和 Monocraterion 2 个遗迹属[7], 或许反映种

间的竞争压力较低; 管状岩中实体化石稀少, 内栖食

泥生物形成的遗迹化石(如 Teichichnus 等)一般不发

育, 生物分层(Tiering)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52,53], 说

明少有其他生物扰动对管状岩的形成造成影响. 上

述因素均有利于管状岩在早寒武世大量发育[44]. 

(2) 中、晚寒武世.  该时期为持续高海平面时期[54], 

各板块陆表海和边缘海陆源碎屑供给减少, 造成碳酸

盐岩台地广布[51]. 管状岩相应的较为匮乏, 主要分布

于劳伦大陆, 可能与该大陆在中寒武世存在一次较

大规模的海退有关[55] (图 7). 华南板块中、晚寒武世

以碳酸盐岩及白云岩沉积为主, 西部的康滇古陆虽

然在晚寒武世已经联成整体, 但或许是处于夷平阶

段, 古陆周边缺少陆源碎屑沉积. 华北板块上的华北

古陆一直是一个准平原化的地势低缓的陆地, 周缘

以泥坪及云坪沉积为主 [2 3 ] ,  并不能为管状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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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寒武纪及早奥陶世管状岩丰度分布与生物礁中微生物岩百分含量、疑源类分异度、遗迹化石分异度及 
海平面变化的对比关系 

良好的发育环境.  

中、晚寒武世古地理和沉积相的特殊性并不是该

时期管状岩发育出现低谷的唯一原因. 当时大气CO2

分压较高, 形成“超暖期”效应[12,60,61], 可能是显生宙

全球热带海洋表层水温最高的时期之一[62]. 该时期

大气中氧气含量较低[63], 而且较高的水温会导致氧

气在海水中的溶解度下降[64], 从而使缺氧环境在浅

海地区迅速蔓延[65,66,67]. 海洋生物新陈代谢过程中对

氧气的需求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68,69], 导致浅

海生物存活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海洋底栖动物

(如棘皮动物、无铰纲腕足动物)的分异度在该时期均

有降低[70,71,72], 如波罗的板块、劳伦板块及华南、华

北板块等地浅海区域极少见腕足类、棘皮动物等后

生动物化石 [12,48,72], 鲕粒灰岩及微生物岩大量发  

育 [56,73,74,75](图 7). 该时期遗迹属种的总分异度与早

寒武世相比略有降低[58], 但较深水地区遗迹化石的

分异度有所增加, 这说明浅海地区造迹动物的活动

受到高温和缺氧环境的影响, 造成遗迹化石分异度

的降低, 而后生动物开始向较深水域等原本空缺的

生态位迁移[59](图 7).  

疑源类等浮游生物作为管状岩造迹生物的主要

食物来源, 往往在氧气和营养元素供给充足的环境

中繁盛[48,,49], 而此时陆表海地区的贫氧环境可能抑

制了疑源类的生长. 高温使大洋环流变得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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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营养物质通过上升流进入浅层海水[57], 相应

的疑源类分异度和丰度大幅度下降[76,77](图 7), 最终

导致管状岩造迹生物等底栖滤食生物食物来源及氧

气供给的匮乏.  

(3) 早奥陶世.  受全球范围海平面降低和强烈

构造运动的影响, 早奥陶世的波罗的、西伯利亚等板

块广泛发育边缘相陆源碎屑沉积[51], 管状岩也因时

而盛. 仍以碳酸盐台地沉积为主的劳伦板块则较少

有管状岩产出 [51,78]. 上扬子区西缘大量发育砂质陆

源碎屑沉积物是导致扬子区的管状岩繁盛的最主要

原因.  

最新的地球化学研究表明, 晚寒武世末期开始

大气中氧气含量迅速增多[64], 这可能导致在中、晚

寒武世受到抑制的疑源类等浮游生物分异度开始增

高[74](图 7), 使食悬底栖动物得以繁盛[79], 管状岩的

造迹动物也由此受益. 早奥陶世开始全球海洋表层

水温开始降低 [73,80], 陆表海地区海水中的贫氧状态

得以缓解, 这可能为管状岩在该时期的再次繁盛及

奥陶纪生物大辐射的开始提供了先决条件.  

(4) 中、晚奥陶世.  这一时段经历了一次全球范

围的海侵, 各板块上陆源碎屑的沉积相应地减少[81], 

在中国表现为中奥陶世是康滇古陆面积最小的时期

之一[23]. 全球海洋动物的多样性发生巨量增大, 生态

类型不断增多, 生态系统结构复杂化, 生态分层不断

加剧[8], 临滨砂质沉积环境中出现了更为先进的潜穴

类型, 如美国科罗拉多州上奥陶统 Harding 砂岩中发

育有大量的 Thalassinoides[82], 开始替代原有管状岩

的生态位[3,7], 代表着种间竞争进一步加剧. 早奥陶

世晚期开始海洋底质的生物扰动程度不断增大[83,84], 

不利于管状岩的形成和保存[6,85];  微生物岩迅速衰

弱、遗迹化石分异度不断增加也都被认为是底栖动物

强烈活动的结果[6,13,83,84].  

综上所述, 从寒武纪早期到奥陶纪晚期管状岩

的总体衰退现象显然受近岸地区陆源碎屑沉积物和

生物宏演化事件两重因素的控制, 然而中、晚寒武

世管状岩发育的低谷期则控制因素更复杂, 可能还

受控于全球“超暖期”效应及缺氧水体在浅海区的

扩展. 而该管状岩发育低谷期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

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和奥陶纪生物大辐射之间的非

连续性.  

6  结论 

通过对云南巧家地区奥陶纪管状岩沉积学和遗

迹学的研究, 并重新统计、计算中国和全球的寒武-

奥陶纪管状岩时空分布特征而得出如下结论:  

(1) 云南巧家地区奥陶纪管状岩的形态结构、遗

迹化石组合及沉积环境等特征表明, 水动力条件相

对动荡, 时有侵蚀或加积的碎屑岩沉积环境最为适

合管状岩的形成; 管状岩形成过程中, 造迹生物的生

存及竞争压力较小, 且缺少其他生物扰动对管状岩

的破坏; 海洋中营养元素、氧气等供给充足也是管状

岩形成的必要条件.  

(2) 统计中国寒武-奥陶纪 11 个管状岩产地, 管

状岩时代分布在早奥陶世表现为高峰值, 这可能与

上扬子区西缘大量发育砂质陆源碎屑沉积物有关 , 

但也不排除与研究程度的差异有关.  

(3) 经过重新统计和计算全球寒武-奥陶纪各时

段管状岩的时空分布, 发现管状岩虽然在寒武-奥陶

纪整体上呈现出衰减的趋势, 但并非持续减少, 在

中、晚寒武世相对匮乏, 早奥陶世出现过短暂的繁盛

(反弹), 之后进一步衰亡.  

(4) 中、晚寒武世管状岩发育的低谷期体现了寒

武纪生命大爆发和奥陶纪生物大辐射之间的非连续

性, 陆缘浅海地区碎屑岩沉积的减少及该时期高温

气候、高海平面以及缺氧和贫营养的特殊环境背景是

造成管状岩发育低谷期的重要控制因素; 管状岩在

早奥陶世出现的反弹可能与晚寒武世末期大气中氧

气含量的突然增多及早奥陶世全球海洋表层水温度

下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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